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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前言

人在运用自然语言时（包括单语和双语处理），是靠大脑认知系统来完成的。翻译就是双

语处理的一个例子。从认知的角度，原文输入和译文输出之间存在两种编码机制（de Groot
1997）。一、原文被解码之后，原文概念在认知系统中经过整合之后再进行编码，这称为垂

直翻译。二、原文被解码之后，记忆系统抽取记存下来的相关译语形式进行配对编码，称为

水平翻译。简言之，垂直翻译要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进行概念整合，而水平翻译不需要，只是

在源语形式和译语形式之间通过记忆进行配对。

水平翻译是口译过程中时常发生的事，也是评判一个译员技能高低的认知尺度，即译员

的技能越娴熟，其（不自觉地）运用记忆进行编码的时候就越多，或者说他（她）把许多“源
语-译语”配对形式都记住了，一听到什么就能说出去，不用通过认知系统对接收到的原文进

行概念整合（Paradis 1994，2002）。

跟口译一样，笔译过程中也有将源语形式和译语形式进行配对的情况。但是，这种配对

如果是一个自然的认知过程，那就是真正的水平翻译；而如果是译者有意采用的翻译策略，

即下意识地进行语言形式的配对，则不是水平翻译。问题是，该如何来区分笔译过程中无意

识和有意识的语言形式配对呢？

关键是双语处理所需要的时间。口译过程中原文输入和译文输出只在瞬间，不允许译员

有意地采用相关的翻译策略。除非将有关的“源语-译语”配对形式都记住了，配对是不大可能

发生的。而配对形式一旦记存起来，其运用就是一个自然的认知过程，或者说体现了译员的

相关认知能力。笔译就不同了，译者可以从容地思考，使得区分无意识和有意识的语言形式

配对变得困难。

迄今为止，研究多集中在口译过程中语言形式配对的认知机制（如 de Groot1997，de
Groot et al. 2000, de Groot & Christoffels 2007），极少有研究提到过笔译过程中的同类问

题。笔者之前做过一些探讨（He 2004，2006，2007）。本文试图从认知系统进行双语处理

过程的角度来探索它。初步结论是，翻译过程中缺乏“本原概念”整合的文本（如敏感性文本），

以及受传播渠道限制的文本（如字幕），都可能涉及无意识的语言形式配对，或者说有可能存

在水平翻译的过程。以下分别论述。

2.2.2.2. 理论框架

1997年，从事口译过程研究的荷兰认知心理学者 de Groot 提出，翻译认知过程中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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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编码程序：垂直翻译和水平翻译（de Groot 1997）。但理论上该如何来理解，并未有过明

确论述。理论上，从事言语处理的大脑认知系统有四个组成部分：概念-意旨系统（conceptual-
intentional system）、语言机制（ language faculty）、发音 -听声系统（audio-articulatary
system）以及记忆系统（memorysystems）。根据 Pinker（1999），Chomsky（1995，2000）

以及 Smith（1999，2000）提出的有关思想，认知系统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如下（图示是本文

的）：

发音-听声系统、语言机制、概念-意旨系统以及记忆系统都是人的认知系统的组成部分，

代表的是大脑的某些部位。言语的理解和生成过程都是以神经生理运作为基础的心智心理活

动。重要的是，不管是言语理解还是言语生成，说话人（译者）都要运用相同的系统来完成。

感官-伺服系统指人的眼、耳、手、唇、齿、舌、口腔、鼻腔、喉、皮肤等等器官。它们

在言语的理解和生成过程中都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发音-听声系统是大脑中指挥和控制感官-
伺服系统、使在言语的理解和生成过程中起作用的那些部分。分布在大脑不同的区域，如管

视觉的在左下端页，管听觉的在左下页中区，管伺服系统的在左上页中区。

语言机制可能处在大脑的左前叶区和左颞顶区，左前叶区管运用规则，左颞顶区（即长

期记忆系统所在区域）管记存已经是固定的语言形式，如词根。（Pinker 1999: 298-299）

概念-意旨系统指大脑总管概念、意旨、理念、博弈、幻象、思辨等等一切思维活动的地

方。它应该是神经元结成的网络和板块。具体在大脑的哪个部位，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成人

和儿童的概念-意旨系统有不同的表现。也许神经元结成的网络和板块有受内在因素（生物生

理）和外在因素（自然、社会、人文）影响的缘故。也许神经元结成的网络和板块自身会形

成一个超生物生理的“心智”（the mind）之存在。

记忆系统分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短期记忆系统在颅前区，长期记忆系统在海马区，位

于耳朵上端的颞颥区内。记忆开始于短期记忆，然后可以一点一点地向长期记忆转移。

言语理解时，即听人说话或者阅读的时候，言语的音流或者书写符号通过空气或光感传

播，传到人的耳朵或眼睛里，变成生物化学信号，经神经管道输送到大脑中的发音-听声系统 ，

转换成语音的相似体再传到语言机制，语音相似体经过译码，其中的信息被抽取出来进入概

念-意旨系统，信息在概念-意旨系统中得到诠释，于是听话人明白通过音流或书写符号传来

的信息是什么意思。言语生成时，信息处理过程反过来。概念-意旨系统发出信息，通过语言

机制将其进行编码，输出语音相似体，这个语音相似体再进入发音-听声系统，使指挥感官-
伺服将载有信息的语音相似体通过嘴说出来，或者通过手写出来。如果言语理解和生成都是

同一种语言，就是单语处理；但如果理解是一种语言，生成是另一种语言，就是双语处理

（bilingual processing），如翻译（口译或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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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系统各部分相互关联，但性质和功能却各不相同，也决定了言语理解和生成的特质。

简言之，语言机制是具普遍特征的“能力系统”（competence system），而其它的如发音-听声

系统、概念-意旨系统、记忆系统则是所谓的“运用系统”（performance systems）（ Chomsky
2000: 28）。所谓 “普遍特征的能力系统”，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语言能力天授”，只有人类才

具有语言习得的能力。有了它，人们才有了听人说话和自己说话的起始能力。另一层含义指

语言机制具有跨语言的、程序般的生成能力（competence as a generative procedure）。
Chomksy（1993/1995, 2000）把这个有跨语言的、程序般的生成能力叫作“内在语言”（I-
Language）。我们知道，儿童不论种族民族以及出生地域，在哪里成长，就讲哪里的语言。

比如，讲汉语的父母的婴儿出生了，带到日本长大，就讲了日语，而且讲得跟日本小孩一样；

反之亦然。是为“语言能力天授”和“内在语言”的证据。语言机制除非天生有缺陷或后天有毁损

（如失语症），不会影响人说话和听话的能力。当然，严格地说，语言机制中管规则运用的那

一部分才“具有跨语言的、程序般的生成能力”，其它部分如记存语言单位的那一部分，则属

于记忆系统。

语言机制人生而有之。没有它，婴儿就永远不会张口说话。但是，如何理解别人说的话

以及自己如何去说话，却主要跟认知系统中的“运用系统”及使用语言的语境有关。人在后天

环境中能够培养成不同的运用语言的能力，是环境的熏陶和个人的努力，比如有的人能说相

声，能写小说，有的却不能。我们在听人说话或者阅读时，听到的“话”或读到的“文章”，经过

语言机制解码，其中的信息就被抽取出来，把这个信息再送到概念-意旨系统中去诠释。能够

诠释的信息就是听话人马上就能懂得的信息，不能诠释的信息就是不懂的信息。信息能否诠

释取决于听话人作为某一语言社会的成员是否已经在他（她）的概念-意旨系统中建立起有关

信息的“概念”和“概念的诠释规则”。如果是，信息就得到诠释；如果不是，信息就不得到诠释 。

我们知道，成人能够理解的事情，儿童未必。换言之，成人比儿童在概念-意旨系统中建立的

“概念”和“概念的诠释规则”要多。这是概念-意旨系统对语言运用的限制。有的人能够记住许

多语言形式（词汇、短语形式、句式、篇章结构），运用语言时就会自如一些。记不住，用起

来也就局促一些。这是记忆系统对语言运用的限制。有的人天生耳聪目明、口齿清楚，这是

发音-听声系统（和感官-伺服系统）对语言运用的限制。认知系统的“运用系统”对使用语言的

限制可以说是内在的，还有外在的因素，即语境。使用语言受语境的限制是一个常识（也是

从小到大要学习的，跟学游泳开车做饭一样）；有些是客观的，如播音员必须在指定时间内说

完该说的话；有些是主观的，比如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何时何处该如何说话，等等。

回到翻译。语言机制的功能只是一个解码和编码器，只不过解码的语言不同于编码的语

言而已。原则上，源语形式经过感官-伺服系统和发音-听声系统的接收传输而进入语言机制，

被解码之后，载有的语义相似体进入概念-意旨系统，便得到释义。这个“释义”然后再返回语

言机制进行译语编码，再通过发音-听声系统（和感官-伺服系统）输出（口述或书写）成为

译文。然而，所谓“释义”会受诸多因素的限制，包括运用系统本身和外在语境的限制。比如

源语传达的语义概念是否可以在译语社区获得圆满解释，译者的意图和知识结构（诸如源语

社会和译语社会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经济风土人情、语言社团的结构和地域背景），等等。这

些背景知识及其诠释规则，都形成于译者（作为源语社会和译语社会成员）的概念-意旨系统

当中，也记存在他（她）的记忆系统里边。假如这些背景知识没有进入译者的有关认知系统，

翻译过程中的捉襟见肘就难免了。又比如口译时必须“眼明耳快”，否则“出不敷入”。这些都是

运用系统对翻译过程的限制，因此可以说，翻译过程的本质是一个语言运用的认知过程

（performance-based process）。当然还有语境的限制，比如敏感文本（如政治法律宗教文

本）的翻译、配音与字幕的翻译，都要受译本使用的语境的限制。

我们的问题是，假如认知系统在翻译过程中的运作大致如此，那么，所谓垂直翻译和水

平翻译的过程该如何来理解呢？这我们下面说。在此之前，有一个理论问题需要说明。在语

言学理论研究中，比如构建语法理论框架的时候，一般把说话人听话人看成是一个理想的个

体，即他（她）的语言能力可以理解和生成某一个语言中全部合法的语言形式（音素、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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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句、篇章等等），以及能够排除这个语言中全部不合法的语言形式1。同理，在翻译理论

研究中，比如构建翻译过程理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首先把译者的双语能力定义成他（她）

理解和生成源语和译语中全部合法的语言形式以及能够排除这些语言中全部不合法的语言形

式的能力。或者说，译者的双语能力在理论上是理想的实体。但是，这还不是关键。上文说

过，翻译是以认知系统的运用为基础的行为。理论研究中，我们首先假设译者具有理想的双

语能力，其次，也具有理想的运用系统，如发音-听声系统、概念-意旨系统以及记忆系统（也

见下文的讨论）。这样，方法论上就能站住脚，使研究者去发现那些认知系统各部分之间相互

运作造成的因素、内在系统（即认知系统）和外部系统（传播渠道、社会、文化、历史、地

理、宗教、政治、经济、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大自然，等等）之间相互运作造成的因素，

找到它们跟翻译过程的关系，并且哪些是过程中的原则，哪些是参数。

3.3.3.3. 垂直翻译：概念-意旨系统发出编码指令

原文被感官-伺服系统接收之后，被传送到听音-发声系统，转换成语音信号送入语言机

制，这里，一串串的语音连续体被解析，其中所传导的语义信息被输送到概念-意旨系统。理

论上，如果语义信息属于被所认可的“概念-意旨”范畴，那么，它就会获得诠释（mental
representation）。这个 “诠释”然后被输入到语言机制，编码成译语，通过听音-发声系统赋予

语音形式，再由感官伺服系统读出来或写出来，就是译文。注意，概念-意旨系统先认可诠释

信息，然后发送信息。理论上，这是原文中止和译文起始的交汇点，称为 “概念筹

划”（conceptual mapping）（ Holmes 1978/1981），或者 “概念整合”（conceptual mediation）

（deGroot 1997）。不过，说话除了概念之外还有意旨，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概念意旨整合”
（conceptual-intentional mediation）。当概念 -意旨系统把信息发送到语言机制去编码，这个

过程也相当于发出编码的指令。上述翻译过程从接收原文到认可和诠释原文传导的信息，以

及从发送信息去进行译语编码到译文的产生，是一个“从下至上又从上至下的过程”，见图（ 1），

所以又称为垂直翻译过程，也可以用“解码→概念意旨整合→编码”这样一个流程来代表。它

的特点有二。一、原文中止和译文起始是同一个地方，是一个交汇点，即概念意旨整合；二、

由概念-意旨系统发出编码指令。

进一步说，上述过程分两个部分。“解码→概念意旨整合”是第一部分，包括接收原文、

解析源语形式、认可和诠释原文的语义信息；第二部分是“概念意旨整合→编码”，将已经得

到认可和诠释的原文语义信息编码成译语输出去。要理解这个过程，须首先理解认知系统认

可和诠释语义信息的基础。要达到双语处理的目的，概念-意旨系统必须具备以下组成部分：
(2)

A 代表源语社会（社团）文化特有的信息（包括概念和意旨）以及它们的认可和诠释规则；

C代表译语社会（社团）文化特有的有的信息（包括概念和意旨）以及它们的认可和诠释规

则；B 代表这两个社会（社团）文化所共有共享的信息（包括概念和意旨）以及它们的认可

和诠释规则。

一个社会（社团）和文化有它自己特有的信息，并同时跟另外的社会（社团）和文化共

同享有一些信息，是一个常识，也很容易理解。人类社会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地域、民族、

种族、历史、宗教、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语言及文化将人群和社团分隔开，而另一方面，

跨过所有这些因素，人类有很多很多东西是共享或共同的，比如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工农业

1或多个语言，视情况而定。另外，理解和生成合法语言形式以及排除不合法的语言形式的能力是从认知的

角度来说的，并非有意识的，或者说是无意识的和不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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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生老病死、恋爱结婚生孩子、起居、家庭、同事邻里关系，等等；比如起床、梳

洗、吃饭、喝水、上厕所、上街买菜、回家做饭、做清洁、洗澡、睡觉、打鼾、生病、吃药、

看医生，等等，都是世界上各地的人要做的或者会发生的事。或者是共同观察到的，比如山

水、树木花草、飞禽走兽、桥梁道路、茅舍楼宇、车辆船舶、天空海洋、太阳月亮星空、刮

风下雨，等等。翻译过程中要传导这些事，源语社会（社团）和文化跟译语社会（社团）和

文化之间是没有什么隔阂的，或者说没有概念或意旨引起的障碍。按上面图（2）来说就是，

原文传导的语义信息可以在 B 部分完整无遗地得到认可和诠释；然后，获得认可和诠释信

息被输送到语言机制，编码成译语，通过听音-发声系统和感官-伺服系统传送出去，成为译

文。

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概念意旨整合”不存在什么阻碍，只是语言载体不

同而已。这里，我们假设译者是一个理想的信息传导个体，他（她）概念-意旨系统的 B 部

分可以对源语以及译语社会（社团）文化所共有共享的信息进行完整无遗的认可和诠释。在

上一节里，我们已经假设译者是一个理想的双语者，解码和编码也都没有问题。换言之，当

翻译过程中传导的信息为源语以及译语社会（社团）文化所共有和共享时，信息将顺利通过

概念-意旨系统，获得编码，产生译文。

当然，我们又知道，某些信息是专属于某一社会（社团）和文化的（包括有关地域、民

族、种族、历史、宗教、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情感等等的信息）。可以说，专有信息代表的

是“本原概念或意旨”，它的认可和诠释规则属于上文图（2）中的 A 部分（源语的）和 C 部

分（译语的）。显然，翻译过程中如果原文传导的信息属于源语社会（社团）和文化的本原概

念或意旨，虽然它可以得到译者概念系统 A 部分的认可和诠释（此刻原文中止），但是它无

法得到 B 部分或者 C 部分的认可和诠释；或者说本原概念或意旨无法跟译语概念或意旨进

行整合，使原文传导的信息无法过渡到译文。通俗一点说就是无法站在译语读者的角度来理

解原文的信息。这样一来，译文也就无法在原文中止处开始。翻译过程有了障碍，或者说遇

到了“怎么译”的问题。顺便提一下，本原概念其实常常还需要专门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如熟

语、习语、成语、谚语、俗语、俚语、比喻、行话、黑话等等。这时，不但译者所代表的译

语社会或社团中不存在有关概念或意旨，而且连译语本身也穷于相关的表达方式。

理论上，概念或意旨整合出现困难时，认知上有两个出路。第一，转换为概念或意旨替

换，即用属于译语社会（社团）文化的本原概念或意旨来替换源语社会（社团）文化的本原

概念或意旨。第二，中止整合；这有两种结果：将本原概念或意旨滤除，或者转换认知处理

方式。

概念或意旨替换的典型例子是翻译习语、俗语中所含的比喻，比如：

（3）胆小如鼠 timid as a rabbit

如鱼得水 like a duck to water

代表互为翻译，其中，鼠与兔（rabbit）互换，鱼与鸭（duck）互换。在宗教文献汉

译中有同样的情况，就是拿儒家、道教甚至民俗概念替换梵语表达的佛经或基督教的本原概

念 。例如 ：“释迦摩尼”译成“能儒”，“Pope译成“大僧”；“禅”译成道教思想中的“（心灵）守一”；“Holy
Mother译成“天主圣母娘娘”（Chu 2006，2007）。翻译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这种喻体的替换，

称之为“动态翻译”（dynamic translation）（如 Nida 1964，Reiss 1971/2000）。但它的实质

是认知过程中本原概念或意旨的被替换；是用概念-意旨系统中 C 部分（= 译语部分）的认

可诠释规则来代替 A 部分（= 源语部分）的认可诠释规则。

中止概念或意旨整合的一种结果就是将本原概念或意旨从翻译过程中的滤除。表现结果

不一。译文中不留痕迹是一种，译文中留下一段空白是另外一种，将原文放在译文中又是一

种。比如成语的翻译，其中的历史概念一般总是会被滤除（除非以注释的方式译出）。又比如

某些宗教文献的译文中夹杂着一段一段的原文甚至空白；原来，译文中出现的原文段落要么

是先知讲的话，要么是极其神圣的教旨；空白则是因为原文中有表达肉欲的成分，所以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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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参 Hermans 2004，2007）。当然，不译出也可能是因为译语社会（社团）自身的所在

跟原文相比有了时空的变化，不宜再接受原文的内容。用霍尔姆斯（Holmes 1972/1988）的

话来说，这是因地制宜的翻译。这都是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说的，是译者的翻译策略。但策

略是在大脑认知系统中运作的，其实质还是概念-意旨系统无法对原文传导的信息进行认可和

诠释，因此放弃处理。这样一来，概念-意旨系统就不会向语言机制发出任何编码指令。

中止概念或意旨整合还有另外一种结果，表现为原文的语义信息似乎从译文中不太看得

见，但是有关语言形式却被翻译过来。通俗点说是从意译变成了直译，其认知实质是改换了

双语处理的途径，从垂直翻译变成平行翻译。见下节。

4.4.4.4. 平行翻译：记忆系统发出编码指令

当原文传导的信息属于本原概念或意旨的范畴，虽然可以站在源语社会（社团）文化的

立场来理解，但是要过渡成为译语概念或意旨的范畴却不行，也就是概念或意旨整合行不通。

这时，概念或意旨的整合过程中中止，概念-意旨系统就不会向语言机制发出任何编码指令。

结果就是没有产生译文。

不过，认知系统中还有一条途径可以编码。就是改由记忆系统向语言机制发出编码指令，

即“解码→记忆系统进行语言形式配对→编码”。这也分成两个部分：“解码→记忆系统抽取跟

原文配对的译语形式”以及“记忆系统发出编码指令→编码”。这就是所谓的平行翻译过程。

平行翻译过程中原文和译文的交汇点不在概念-意旨系统，而是在记忆系统。它不是把原

文传导的语义信息输送到概念-意旨系统中进行认可和诠释，然后把已经认可和诠释的信息输

送到语言机制进行译语编码，而是把已经解码的原文的语言形式的深层结构输送到记忆系统，

看有没有跟这些深层结构可以配对的译语形式；如果有，就把相关的深层形式输送回语言机

制，由语言机制按照有关深层结构进行译语编码。结果是，译文跟原文在语言形式的深层形

式上相近或相同，造成形似。但这个过程中由于没有概念或意旨的整合，语义上总是有些别

扭。

要理解平行翻译过程，首先要理解什么是语言形式的深层结构。简单的说，深层结构就

是语言形式的模式（pattern）,音节、词、句、篇章都有深层结构（这里只讨论词和句）。句

子的深层结构比如有主谓结构（SV或者 SA）、述宾结构（VO）、述补结构（VC）；偏正结构

（Head-Modifier）等等。2 语言形式不管用的是什么词语，都一定属于某一深层结构。比如 ，

“汪老师教翻译”是一个主谓结构（“汪老师”是主语，“教翻译”是谓语），同时，“教翻译”又是述

宾结构。注意，词语可以变，但深层结构却可以不变。比如“张师傅修汽车”同样是主谓结构，

也包含一个述宾结构。语言学上，深层结构的数量是有限的，其生成能力代表了说话人的语

言能力，它是潜在的、有程序的和无意识的。可以变换词语则是语言运用能力，跟记住了多

少词语有关，它是有意识的。认知上，深层结构的生成程序属于记忆系统中程序记忆

（procedural memory），而记住了多少词语属于记忆系统中直叙记忆（declarative memory）。

大多数深层结构是跨语言的，如上述主谓、述宾、述补及偏正等等。少数则是个别语言

才有的，如汉语的把字结构和得字结构。深层结构的普遍性在双语处理过程有着特别重要的

意义。这意味着，当源语形式被解码之后，其深层结构可以过渡到译语。比如,“买车→buy a
car”都是述宾结构。理论上，“买车”首先被解码，即“买”的语义，“车”的语义，“买车”的语义，

以及“买车”在上下文中可能的语义。这些语义信息被输送到概念-意旨系统，获得认可诠释之

后，再经过编码成为“buy a car”。不过，如果信息不被认可和诠释，那么，深层结构也可以

被输送到记忆系统，经过核查，看看译语中是否有相同结构。如有，那么记忆系统可以向语

言机制发出编码指令，将有关深层结构按照译语来编码；如果没有，记忆系统也可以向语言

2 S = 主语，V 或者 A = 谓词，O = 宾语，C = 补语。自然语言的语序有六种：SVO、SOV、OVS、VOS、VSO、

OSV，汉语和英语都是 SVO语言，但是汉语容许形容词作谓词，即 SA。另 ，“偏”就是修饰语，“正”就是中

心语。偏正结构的语序视具体语言而定。在汉语里，修饰语总是出现在中心语之前；而在法语里，修饰语却

多半出现在中心语之后。



《中国英语教育》2009年第 2期，总第 24期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Number 2, 2009

机制发出编码指令，采用别的结构来编码。记忆系统具有这样的功能，一是因为深层结构是

普遍性的，跨语言的，因此可以从源语过渡到译语；二是因为所有的深层结构都具有生成程

序，而这个生成程序是记存在记忆系统之中的，属于说话人程序记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

即使译语中没有源语中某一个结构，使得源语深层结构不能向译语过渡，这也关系不大，因

为记忆系统可以抽取译语中的另外一个结构来编码。这方面似乎有一些证据。比如，Eskola
（2001）从语料库分析俄语 -芬兰语的翻译文本。发现俄语的次谓语构式（secondary
predicate）被广泛地译成芬兰语的非谓结构（infinitivepredicate）。因为文本的量很大，而且

是随意的，她觉得这种配对翻译不应该是有意识的翻译策略，而是源语形式对翻译认知过程

有“激发”（stimuli）作用。从我们的角度，所谓的“激发”作用可能就是记忆系统从认知上“选择”
某一个结构来编码。

下面我们来看两组语料，都涉及深层结构之间通过记忆配对的可能性。第一组是中国政

府白皮书的英译（来源：国务院白皮书网站），第二组是英文电影的汉语配音和字幕。先看第

一组。共考察了 36份白皮书及其英译（参 He 2004，2006）。语料分三类（每一类的例子

有很多，这里仅是举例）：

一、深层结构是述宾结构：

(4) a. 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
Abolished the system of exploitation and eliminated the exploiting classes

b. 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Completed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capitalist industry and commerce

二、深层结构是偏正结构（语序无关）：

(5) a.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Working Committee for the Car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b. 民主集中制原则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三、深层结构是句子（语序无关）：

(6)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监狱是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屠杀、残害革命者和

被压迫人民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监狱。
In the semi-feudal, semi-colonial China of the past, prisons weretools of the feudal,
bureaucratic and comprador classes who used themto persecute and slaughter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oppressed peopl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the people's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new type of socialist prison.

上面列出的深层结构配对编码比较明显。理由大概是：这是政府白皮书，属极敏感的文

件，因此不可以将本原性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概念替换或滤除。这在认知上造成了深层结构配

对翻译的条件。即，本原性的概念不可能被概念-意旨系统中的 C 部分（= 译语社会（社团 ）

及文化部分）所认可和诠释，因此概念整合中止；有关深层结构被输送到记忆系统，核查出

译语中有相同结构，然后进行译语编码。有两条间接证据。一、白皮书中这样的深层结构配

对编码很多，数量大而且随意，不大可能出于有意识的翻译策略；因此，很可能出于认知过

程的自然处理；二、上文中说过，通过记忆编码时缺乏源语概念（或意旨）跟译语概念（或

意旨）之间的整合或过渡，因此译文必然在语义方面不顺。这里，我们并不要讨论译语读者

该如何去理解上面例子中的译文，比如，什么是“a new type of socialist prison”？事实是，英

语世界的读者，首先会对“socialist prison”不解，更不用说“a new type of it”；这属于直译本

原概念而引起的语义问题。这种大量而且随意选出的译文中出现的语义不顺恰恰是通过记忆

编码的证据。

再来看字幕与配音之间的对比（类似语料很多，下面只是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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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飘》（Gone With The Wind）： 3

“#”表示配对编码（即深层结构相同或相近），“Ø”是漏译。以前的研究发现，如果源语特征在

译文中消失，并有典型的译语特征出现，那么就一定不是深层结构配对编码；反之则是（参 He
1999）。上面我们看到，配音中有不少汉语语气词（如“啦、吧、吗”），还有 “得”字句，陈述

句变成疑问句等等。很明显，配音不是配对编码。相比之下，字幕具备配对编码的可能性。

问题是，字幕翻译过程中怎么会出现配对编码？上文说过，当原文传导的本原概念或意

旨不能被译语社会（社团）和文化的规则所认可和诠释时，源语和译语之间的概念意旨整合

就会中止；这时，记忆系统可以将源语深层结构通过配对的方式进行译语编码。然而，上面

字幕中并未出现任何本原概念或意旨，所传导的信息可以说都属于源语以及译语两个社会（社

团）文化所共有和共享的。那什么还会出现配对编码呢？

原因出自译文传播渠道对双语处理过程的影响。我们知道，译文大多是供阅读的，但阅

读时的语境却不尽相同。阅读电影字幕要受时间空间的双重限制，该因素因此自觉或不自觉

地影响了翻译的认知过程（具体是怎样影响的，要再研究）。理论上，通过记忆编码比通过概

念-意旨系统编码更经济，因为不需要在源语规则和译语规则之间进行概念意旨的整合。这样 ，

当源语形式被解码之后，直接将深层结构输入记忆系统进行配对编码，就得到比较“形似”的
译文。因为这个译文已经满足了使用的需要，没有理由再将其继续处理。我们比较了多部电

影的字幕和配音，前者都是比较“形似”的译文。这似乎说明上面我们的论证不无道理。相比

之下，配音迥然不同，要以满足配音演员的说词为最终标准。这样一来，认知上需要在源语

和译语之间进行反复的概念意旨整合，使配对编码成为不可能。

也就是说，配对编码虽然一定是通过记忆系统，但可能有两个原因使然。一是原文传导

的本原概念或意旨不被译语社会（社团）和文化的规则所认可和诠释的时候，造成源语跟译

语之间的概念意旨整合中断，解决办法之一就是通过记忆系统进行译语编码，例如白皮书的

翻译。二是译文的传播渠道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翻译的认知过程，使通过记忆系统编码成

为一种经济有效的途径。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测，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于水平翻译的过程，最后补充两点。一、水平翻译的过程其实有两种可能性。一种上

文讲的“语言机制（源语解码）→句子深层结构输入记忆系统→语言机制（译语编码）”，这

可以叫作“句式回环”（structural pattern loop）。另外还有一种叫作“音韵回环”（phonological
loop），即 “听音发声系统（接受源语语音）→音韵深层结构输入记忆系统→听音发声系统（输

出译语语音）”。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口译过程中，译员一听见（往往未听全）源语形式就立刻

说出相应的译语形式来（Paradis 1994，Baddeley 2000，Isham 2000，de Groot &Christoffels
2007），但多限于单项词语（包括固定短语）。以前对“音韵回环”的研究较多，但对“句式回环”
却关注不够。二、理论上，记忆系统不光能够记存深层结构，也能够记存语义；只有这样，

原文： 字幕： 配音：

Thank Heaven you are here. #感谢上天你来了。 你来得正好。

We’ve got work to do. #这里有好多工作要做。 我马上要给他做手术。

But Melanie’s having a baby. #但美兰要生宝宝。 美兰要生孩子啦。

You’ve got come with me. #你一定要来。 你跟我去一趟。

I can’t leave these men for a baby. #我不能为了一个婴儿丢下他们。 我会抛下这些伤员吗？

They are dying. #他们快死了。 Ø

Hundreds of them. #上百人。 Ø

Get some woman to help you. #找些女人去帮忙。 你找个女人帮忙吧。

But there isn’t anybody. #但没有别人了。 Ø

3《飘》由美国瑟尔兹尼克国际电影公司（Selznick International Pictures）1989 年出品，是按 1939年的原电

影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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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记忆系统编码才有可能。比如，假设“喝水→drink water”是通过记忆完成的配对编码，

那么，在解码完成之后，“喝水”所代表的述宾结构（VO）以及“喝”及“水”的语义都要输入记忆

系统，由记忆系统抽取符合这些语义的英语词项“drink”和“water”，组成符合述宾结构的“drink
water”。记忆系统运作我们目前知之不多，还要继续研究。比如拿同一组原文给不同的译员

翻译，记录下翻译所需的时间，看相同的、能够跟原文语义配对的译文中，谁用的处理时间

最短，最短的那个可能就是语义通过记忆配对。不赘。

5.5.5.5. 讨论暨结语

上面讨论了翻译认知过程中两种编码机制：由概念-意旨系统发出编码指令的垂直翻译过

程，以及由记忆系统发出编码指令的水平翻译过程。以往的研究对有关过程并未做出较详细

的探讨，是我们推动讨论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想对翻译过程究竟是在整个认知系统

中如何运作的提出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这也是前人未做过的。

翻译是一个双语处理过程，绝大多数时候，从源语到译语，都有一个概念意旨整合或过

渡的过程。译者作为源语社会（社团）的成员以及译语社会（社团）的社员，其认知系统承

担着这个整合或过渡过程的运作。凡人类社会共享共识的事物情感，整合或过渡是不成问题

的。地域、民俗、种族、语言等等所隔，使所传导的概念意旨大同小异，说法稍有不同。这

时，概念或意旨进行整合，就不会妨碍信息的传导。理想的译者，其认知系统具有各种元素

的最佳组合（双语能力、知识经验结构、记忆容量等等），具有所谓的 “蓄意专门知

识”（deliberateexpertise）（ Shreve 2006）。其概念意旨整合过程，跟初出道者相比较，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跟语言能力不一样，翻译能力不是“天授”的，没有证据表明双语处理时两种语言各有自

己的“语言机制”或者同一个机制中两种语言各有自己的模块（Paradis 2002）。所 谓 “翻译能力”
应该是译者认知系统的运用过程。理解和了解这个运用过程的一个方面是大脑进行言语处理

时的认知活动，它是译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是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之一。早在三十

年前，现代译学先驱霍尔姆斯（Holmes 1978/1988）就已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译者大脑

是一个黑匣子，与其相关的心理过程[我们]知之甚少”（Holmes 1978/1988：109；译文是作

者的）。译学专家 Nida（1993：3）再次认可这一点，并认为“黑匣子的解密将是一个很长很

长的过程”。事实上，不少有语言学或心理学背景的学者曾经积极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如 Bell
（1998：185-190）认为研究翻译过程必须以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为本，否则将陷译学

理论于无系统的松散状况。比如，“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s）是过去研究翻译过

程常采用的方法（参 Jääskeläinen 2002，2007；Jääskeläinen & Tirkkonen-Condit 1991）。

但它主要注重译者对实际翻译过程的回顾，由此得出经验模式，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依据，

并不太注意建立翻译认知过程的理论模式。这有一点类似心理学中行为主义跟心智主义的分

别，以及语言学中结构主义跟生成理论的分别。结构主义注重分析从说话人那里录得的语料，

希望得出经验模式作为语法体系的基础，以及从言语行为来反映内在的语言能力。而生成理

论认为语言天授，后天的言语行为仅仅是语言习得的条件之一，如无前者，后者无功。因此，

生成理论首先考虑言语是如何从大脑中生成出来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先建立语言机制的

理论模式，去生成所有符合语法的语言形式，同时排除所有不合法的形式；然后用从说话人

那里录得的语料来验证和修正理论模式的正确性和妥当性。已知翻译能力是认知系统的运用

过程，那么，建立有关的理论模式就是研究它必需的第一步。最近，对“有声思维法”素有研

究的 Jääskeläinen（2007：12）著文说，在研究翻译过程方面，翻译学者不用等待认知语言

学家和心理学家进入自己的领域（尽管有少数心理学者已经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如 de
Groot），而要自己去解决自己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认知系统的运用看翻译，有关机制如何运作远未清楚。但是，跟语言研究不是医学一

样，翻译研究也不是医学，并不去探究双语处理的神经、生理及心理活动，至少目前不是如

此。我们的目的是从理论上探索翻译的认知过程。这个提法倒不是从本文开始的，三十年前

霍尔姆斯（Holmes 1978/1988）就指出这是译学发展的方向，他还身先士卒地提出了一个文

本处理过程的模式，其理论深度和分析性的概括能力都还很有生命力，反映了其寻求翻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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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普遍规律的主张。译学研究要求发展，必须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研讨某两种语言之

间互译的规律和特征，另一方面是去探索翻译过程中适用于任何两种语言之间互译的普遍规

律。霍尔姆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不遗余力地提倡翻译过程的普遍规律的研究，认为找到

翻译过程的普遍规律的一个方面就是探讨翻译的认知过程，是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

（参 Holmes 1972/1988，1978/1988）。翻译研究自古就在做，相对说得少的就是对翻译的

认知过程的探讨。主要原因是这个认知过程就在译者自己的大脑里边。译者自己讲不讲得清

楚这个过程并不妨碍他／她做翻译，也不关他／她的事。这在其它领域不可思议。想想如果

科学家没有弄清楚有关的生物、生化、遗传、细胞等等一系列“发生过程”的问题，生物复制

怎么可能？弄不清楚有关的光化学、电子、机械、材料等等问题，最普通的复印机也造不出

来。翻译就不同了，任何懂一点双语的人就可以翻译（如移民的孩子们给自己的父母做翻译）。

很简单，担任双语转换的“机器”（大脑）就在译者的肩上扛着。换言之，翻译的认知过程时

时都在译者的大脑中发生着，只待学者们去探索求知而已。这一点连倡导文化受体理论的学

者也都认同。笔者专访过苏珊-巴斯内尔（Susan Bassnett），她同意非常有必要研究翻译的

认知过程。语言学者出身的翻译理论家贝尔也曾一直倡导建立翻译认知过程的理论模型（参

Bell 1988，1991，1998），认为这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和解释翻译现象的必然；奈达也是 ，

但认为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得慢慢来（Nida 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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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es on interpreting have shown that there are two encoding mechanisms in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computing and memory. While the former involves source-target
conceptual mediation before encoding, the latter does not. Instead, it searches for source-target pairs in
memory, and once such pairs are located, they are encoded. Processing-wise, memory-based encoding is
more economical and quicker and it becomes a practical necessity in interpreting because there is simply
not enough time for source-target conceptual mediation. The more memory-based encoding an interpreter
can do, the more superior performance he/she produces. In translation where there is usually sufficient
time for conceptual mediation, there remains an open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re could be memory-
based encoding. This paper thus investigates this issue and has found that there could be memory-based
encoding in translation, provided that there are (a) source-target deep structure pairs, and/or (b)
blockages i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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